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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何以提高居民福利

范小敏，刘中强

摘  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环保垂直管理改革 （以下简称“环保垂改”） 作为生态

文明体制建设的一项根本性变革在提高基层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是否有助于改善居民福利水平，既有研究并

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基于 2011—2022 年中国 266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深入探究

环保垂改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环保垂改显著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

该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环保垂改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动机增

加其环境治理行动、倒逼地方转变环境治理思路推动绿色产业扩张与人力资本积累、激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与营商环境升级驱动地区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循环优化以及公共品供给增加，从而推动居民福利水平提升。

异质性分析表明，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在财政压力大、环境污染程度高以及位于省交界地区的城市更为

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通过优化环境治理体制实现民生福祉增进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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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增进民生福祉，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战略导向深刻揭示

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协同性，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要求以制

度创新破解环境治理中的结构性矛盾，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与居民福祉的普惠共享。在此

背景下，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质量优化与社会福利提升的良性互动，

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监管碎片化等问题制约了环保政策实施效能，

导致环境质量改善与居民福利诉求之间存在差距［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人民至上”

“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要求将“人民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作为检验

工作成效的标准。环保垂直管理改革 （以下简称“环保垂改”） 作为破解地方行政干预、强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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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管统一性的关键举措，旨在通过打破属地化管理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生态环境治理

注入新动能。然而现有研究仍主要聚焦于环保垂改的环境与经济效应［2］［3］，这种单一维度的评估

方式存在一定局限。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居民福利本质上是一个包含物质条件与

非物质机会的综合体系，其内涵并非单一经济或环境维度所能完全刻画。事实上，经济增长的

“福利门槛”假说指出，经济增长未必带来居民福祉的同步提升［4］，并且我国实践中存在高经济增

长与低福利增长并存的现象［5］。此外，短期的环境目标约束可能产生就业挤出效应，从而一定程

度上降低居民福利水平［6］。由此，单一的经济或环境维度评估已难以全面反映民生改善的实际状

况［7］。鉴于此，本文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福利评估框架，深入探究环保垂改的福利增益效应，为深

化环境治理体系改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居民福利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政策成效的核心指标，其内涵与测度方式在学术界经历了持续

演化。早期研究以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为代表，将福利等同于收入与消费水平，主张通过经济增

长与分配均等化提升福利水平。随着社会发展，学者逐渐意识到福利的多维性。阿玛蒂亚·森提

出的可行能力理论突破了单一经济视角，将福利定义为“个人实现有价值生活的自由”，涵盖功能

与能力两大维度［8］（P62-63）。此理论推动测度方法从经济指标转向综合评价体系［9］［10］。居民福利的

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多围绕经济、社会、生态等视角展开。经济维度上，Wang 等［11］ 发现长

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增加就业和收入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社会维度上，良好的社会保障制

度与公共服务优化能提高民众福利［12］［13］。生态维度上，完善生态保护机制，可促进生态系统服务

与农民福祉的协调发展［14］，且创新推进环境治理体制改革可通过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居民福利

水平［15］［16］。

传统的属地化环境管理体制无法在环境治理目标上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造成地方政

府环境治理动机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失衡。2016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

公厅联合出台 《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 《指导意见》），正式启动了全国环保垂改试点工作。作为我国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重大制度

变革，环保垂改旨在构建以“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垂直监管体系，其核心是通过权责重构破

解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治理的干扰，强化环保执法激励并重塑环境目标“硬约束”机制［2］［17］。具

体而言，在职能配置上，通过上收环境监察职能与环境执法监测以外的监测职能至省级环保机构，

增强了环境监管力度；在机构设置上，调整县级环保部门为市级环保部门的分局，以及变更市级

环保部门管理为以省级环保部门管理为主，通过“人、财、物”管理权限的上收，有效减少地方

政府对环境执法事务的干预，强化了环保执法的独立性。同时 《指导意见》 指出，河北、重庆等

12 个省市先行试点，并要求于 2017 年 6 月底前完成试点工作，而非试点省份也在此之后陆续实施

改革。至 2020 年底，环保垂改在全国基本完成。

随着改革在全国层面的落地见效，环保垂改的改革成效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既有研究主

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环保垂改的污染治理效应研究，环保垂改通过提升省级环保机构

的监管能力和地方环保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环保机构的执法力度［2］，有效抑制污染排

放［18］［19］。环保垂改还通过增加环保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20］，实现减污降碳效

应［21］。不仅如此，环保垂改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2］，实现经济增长与

污染减排的动态平衡。二是环保垂改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既有研究提出环保垂改通过增强

环境规制力度［23］ 和破除地方保护主义［17］［24］，促进了绿色专利的研发［25］［26］。三是近年来学界逐

步深化对环保垂改产业经济效应的研究，聚焦其通过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绿色转型的政策溢出效应。

如环保垂改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21］，促进生态功能区农业与旅游业等绿色产业扩张［3］。

综上，作为环境治理体制的系统性改革之一，环保垂改的环境治理效应依然是既有研究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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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事实上，环保垂改通过矫正传统属地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不足的问题，显著强化

了地方环境规制供给，这不仅在环境治理，更在倒逼经济发展偏好以及增长模式转型方面形成传导

效应，从而对地区的福利水平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本文将环保垂改与居民福利纳入统一框架，构

建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改革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影响。相较已

有研究，本文可能具有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方面。第一，基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与资源环境三个

维度构建居民福利评估体系，聚焦环保垂改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丰富了现有环保垂改政策

的研究维度，也为生态文明政策的民生价值转化提供理论补充。第二，从环境治理、经济循环与公

共品供给机制探究环保垂改如何影响居民福利，为系统深入理解环境治理制度改革的民生福利效应

提供机制指引与经验证据。第三，通过区分地方财政压力水平、环境污染程度以及不同区位特征，

考察环保垂改福利效应的异质性特征，以此揭示不同情境下环保垂改提升居民福利的约束性因素，

为地方实施治理优化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因地制宜的科学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环保垂改的关键举措在于以下几点。一是环保垂改通过重构基层执法体系保障执法独立性。

环保垂改通过上收县级环境执法权限至市级，从制度上切断了地方政府对基层环保执法的横向干

预链条。同时，将地方环保部门的人事任免权上收至省级，增强省级环保部门对市级环保部门的

控制力，以此强化市级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动机，严格执行环境法规与标准，进而有效改善区域

环境质量。二是环保垂改将环境监察权与监测权统一上收至省级层面，打破了传统以行政区划为

边界的治理模式。环境监察与环境监测的集权调整能够更加有效地对环境治理的不作为进行监管

与纠偏，为充分发挥市级环境执法职能保驾护航。不仅如此，省级环保机构能够更加准确地基于

全省视角统筹调配资源，一方面，通过建立跨区域协同执法机制，避免地方政府在边界地区因追

求局部利益而产生治理“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统筹管理监测标准与治理目标，推动环境公

共品在辖区内的公平供给，促使辖区内居民平等享有环境权益。上述环保体制调整通过打破属地

管理局限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对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具有积极影响。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
假说 1：环保垂改有助于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环保垂改重构环境治理权责体系，从根本上矫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驱动地方政府转变

环境治理思路，通过环境治理机制、经济循环机制以及公共品供给机制对居民福利水平产生系统

性提升效应。在环境治理维度，环保垂改通过集中环境事权与考核体系重塑，打破了传统属地管

理模式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优先”的激励扭曲。通过垂直管理改革，省级环保部门直接介入地

方环境治理绩效评估，迫使地方政府将政策重心从单一经济目标转向生态环境与居民福利协同发

展。一方面，环保垂改有效削弱了地方政府对环保部门的执法干预，矫正了地方政府“重增长，

轻环保”的治理思维偏向，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意愿，强化地方环保机构的环境执法力度；

另一方面，环保垂改通过规范环境信息公开机制、简化公众举报流程等制度化设计，显著拓宽公

众环境监督渠道，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高效畅通的参与载体。这一制度性变革形成持续的

外部压力传导机制，倒逼地方政府不得不将环保关注从被动回应转为主动谋划［27］。在治理倾向

上，地方政府加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议题的讨论，提升环境治理的政策优先级。在实际

治理中，地方政府为应对环境考核压力，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重点投向污染整治、环境监测

设施升级等民生领域，让居民直观感知治理成效，从而形成环境治理与公众监督的良性互动。由

此，环保垂改通过矫正地方政府治理偏向，重构政策优先级，将环境治理的外部性有效转化为居

民可感知的福利提升。

—— 73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经济循环维度，环保垂改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提高了产业准入门槛，严格的污染成本内部化

倒逼高污染产业收缩或退出，推动生产要素向绿色产业系统性转移，加速区域经济结构向环境友

好型方向转型［22］。这一过程遵循“创造性毁灭”逻辑：传统产业淘汰释放的资源被重新配置至清

洁生产等高附加值领域，激活绿色经济循环。一方面，绿色产业凭借技术密集性和高附加值特征，

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另一方面，绿色产业扩张催生高质量就业岗位，缓

解传统产业收缩引发的结构性失业，并通过产业附加值提升优化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实现就业稳定与收入分配改善的协同福利效应。不仅如此，绿色产业扩张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引致

需求推动技能溢价上升，倒逼教育投资加速人力资本积累［28］，形成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的良

性循环。不同于微观技术创新带来的局部效率提高，环保垂改通过中观层面的要素重置与宏观层

面的增长模式转变，重塑了居民福利提升的经济循环基础，以环境质量改善与收入增长的双重动

力推动居民福利改善。

在公共品供给维度，环保垂改通过省级垂直监管体系打破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庇护，

矫正其“重工业规模扩张、轻环境质量”的传统引资偏好［29］，倒逼地方政府的引资模式由以地引

资向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推动公共资源的供给优化。一方面，“以地换规模”这一传统引资偏好思

路的转变抑制了对高污染低质量产业的土地供给激励［30］，由此释放土地资源向商住与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领域再配置，改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降低居民居住成本；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引资目标

转向高质量产业培育，激励地方通过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等配套政策优化营

商环境，由此推动建立高质量引资与公共品供给的协同互补。因此，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营商环

境优化激励，共同推动公共品供给边界的扩展，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福利水平。由此，本文

提出研究假说 2。
假说 2：环保垂改通过加强环境治理、优化经济循环、增加公共品供给，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环保垂改如何影响居民福利，本文构建如下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开展实证研究：

scoreit = α + βdidit + θcontrolsit + δi + μt + εit （1）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scoreit表示城市 i 在 t 年的居民福利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didit

为环保垂改政策的虚拟变量，当城市 i在 t年实施环保垂直管理改革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control⁃
sit为一系列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控制变量合集；δi和 μt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

动项，用于捕捉其他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β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若 β>0，表示环保垂改

有助于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反之则反。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福利水平 （score）。既有研究关于居民福利水平的测

度，一是以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衡量居民福利水平［31］［32］；二是构建包括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

两部分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构造福利指数以衡量居民福利水平［33］［34］。为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

居民的福利感知力，本文构建如下居民福利水平指标体系 （如表 1 所示）。具体参考既有研

究［35］［36］［37］，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三个维度，反映城市的经济活力、民生保障水平

以及生态居住环境，以此综合评价居民生活境况的改善程度，并采用熵权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加权

计算得到福利指数，用于衡量区域的居民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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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使用环保垂改政策虚拟变量 （did） 来衡量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参考已

有研究［18］，以某地级市的省驻市环境监测中心挂牌成立来识别某地级市是否实施了环保垂改，挂

牌成立年份后 did 取值 1，否则为 0。对于部分地级市未发布相关通知或新闻，本文参考白秀叶

等［30］的做法，以该市区县环保部门是否挂牌为“××市生态环境局××分局”或者“××市××
生态环境分局”来识别该市是否实施了环保垂改。

3. 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既有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38］［39］［40］：（1） 产业发展 （ind），以工业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并加 1 取对数来衡量；（2） 人口密度 （pop），以常住人口与行政区域土地

面积之比的对数来衡量；（3） 财政自主度 （fis），以公共预算收入与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来衡量；

（4） 城镇化水平 （urb），以城镇化率来衡量；（5） 技术进步 （tech），以科技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来衡量；（6） 金融发展程度 （fin），以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值来衡量；

（7） 对外开放 （open），以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 GDP 的比值来衡量。

（三） 数据样本

本文选择 2011—2022 年作为研究区间，主要考虑如下：一是为系统考察环保垂改的政策效果，

所选样本区间需完整覆盖该政策从试点启动到全面实施的全过程，同时考虑到部分数据的可得性，

将研究终点确定为 2022 年；二是环保垂改的实施时间为 2016 年底，为了设置合理的前置对照期，

选择 2011 年作为研究起点。本文环保垂改数据收集于各地方政府官方网站及相关新闻媒体报道，

其余城市层面数据主要来自 EPS 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以及各省市

统计年鉴。通过剔除缺失值过多的观测值①，最终得到 2011—2022 年中国 266 个地级市非平衡面板

数据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①   其中部分城市因缺失值较多而未能保留，如毕节、铜仁、普洱、拉萨等。部分数据如产业发展变量所使用的工

业增加值数据以及对外开放所使用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使用各省市统计年鉴进

行补充，但仍有部分地市存在数据缺失。

表 1　居民福利水平指标体系

维度指标

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

资源环境

基础指标

收入水平

收入分配

生活成本

居住成本

卫生

教育

社会保障

文化

交通

就业

生活环境

环境治理

环境污染

具体指标

人均 GDP
在岗职工人均工资

基尼系数

消费价格指数

居住价格指数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量

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比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比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比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城镇登记失业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人均 GDP 废水排放量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

单位

元

元

%
%
人

%
%
%

千册

辆

m²/人
%
%

m²/人
%
%

万吨/人
吨/人
吨/人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 104 5
0. 062 7
0. 161 1
0. 038 9
0. 017 0
0. 105 4
0. 025 9
0. 022 1
0. 030 0
0. 148 5
0. 094 9
0. 048 2
0. 054 6
0. 005 1
0. 032 6
0. 016 1
0. 029 2
0. 000 2
0. 002 8
0. 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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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估计

表 3 第 （1） 列报告的是模型 （1） 的基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环保垂改 （did） 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比较未实施环保垂改地区，环保垂改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福利改善效

应。第 （2） — （4） 列是环保垂改对居民福利分维度水平的检验结果，环保垂改的政策效应在居

民福利的经济发展维度、公共服务维度、资源环境维度均显著为正，说明环保垂改在驱动经济发

展、增加公共服务、提高环境治理成效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假说 1 得证。正如前文所述，环保

垂改通过矫正传统属地管理体制下的环境治理扭曲，构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激励及执法刚性，由

此推动高污染产业转型催生绿色产业扩张，同时倒逼企业技术创新与管理优化，加速人力资本积

累以提升生产效率，从而显著提升居民福利的经济发展维度水平。相对而言，资源环境的改善效

果滞后于产业的发展，不及产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直接。而环保垂改在推进环境治理过程中引导更

多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的作用，仍需多部门协同投入才能充分释放，由此公共服务维度与资

源环境维度的福利感知改善，相较于经济发展维度更为缓慢。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本文参考 Beck 等［41］的研究思路，设置环保垂改前第 5 年至环保垂改后第 3
年的虚拟变量，并替换模型 （1） 中的 did 变量。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事前各期回归系数

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从事后动态效应看，环保垂改当年及之后的第 1、2年居民福利水平

呈显著上升趋势，验证了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但从长期看，环保垂改后的第 3 年这一福利改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居民福利水平

环保垂改

产业发展

人口密度

财政自主度

城镇化水平

技术进步

金融发展程度

对外开放

变量符号

score
did
ind
pop
fis

urb
tech
fin

open

样本量

3 154
3 154
2 907
3 150
3 154
3 154
3 154
3 154
2 861

均值

0. 267 9
0. 324 7
0. 312 3
5. 721 7
0. 451 2
0. 567 5
0. 017 5
2. 562 6
0. 015 7

标准差

0. 059 5
0. 468 3
0. 089 6
0. 963 5
0. 215 7
0. 147 2
0. 017 5
1. 204 7
0. 016 0

最小值

0. 113 8
0

0. 027 2
1. 736 0
0. 055 9
0. 181 5
0. 000 5
0. 503 7

1. 41e-06

最大值

0. 485 9
1

0. 737 2
9. 088 6
1. 106 5
1. 177 9
0. 178 0

21. 296 9
0. 115 6

表 3　基准估计

变量

did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居民福利

（1）
0. 007 1***

（0. 002 3）
0. 278 5***

（0. 050 9）
是

是

是

2 671
0. 913 7

经济发展维度

（2）
0. 008 8***

（0. 001 6）
0. 020 3

（0. 042 5）
是

是

是

2 661
0. 945 9

公共服务维度

（3）
0. 001 5**

（0. 000 7）
0. 054 7**

（0. 021 6）
是

是

是

2 671
0. 911 2

资源环境维度

（4）
0. 003 9*

（0. 002 4）
0. 050 4***

（0. 002 3）
是

是

是

2 641
0. 729 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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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效应不再显著，这可能与政策执行的边际收益递减、配套政策激励不足相关，亦有可能受到 2020
年新冠疫情外部冲击的影响。这一结论与韩超等［17］关于环保垂改政策动态影响效应的结论一致。

2. 安慰剂检验。为克服遗漏变量导致估计偏误，本文参考 Li等［42］的方法，开展安慰剂检验。

具体地，通过随机分配环保垂改的城市以及随机设置改革年份构造 did 变量，基于模型 （1） 重复

1 000 次估计。图 2 报告了环保垂改影响居民福利的模拟估计系数分布情况，可以发现随机样本的

估计系数大多集中在 0 值附近，与基准估计值 （0. 007 1） 差异较大，这表明基准估计结果未受潜

在因素的干扰且并非偶然。

3. 内生性问题。为克服可能产生的内生性偏误，首先采用 2SLS 方法进行再估计，具体借鉴林

立国等［3］ 的做法，采用 2015 年各地级市所辖县数量作为环保垂改的工具变量①。本文进一步考虑

各地级市及省份的差异，使用地级市单位面积所辖县数量乘以该地级市所在省份单位面积所辖县

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同时考虑到该工具变量不随时间改变，使用其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

最终工具变量。2SLS 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4 第 （1） 列，可见环保垂改影响居民福利的估计系数依

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次，进一步采用 PSM-DID 估计以尽可能消除样本自选择偏误。具

体使用上述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对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 1∶1 最近邻匹配，使用匹配后样本进行

DID 估计的结果报告于表 4 第 （2） 列，结果发现环保垂改提升居民福利的效应依然稳健。

4. 其他稳健性检验。为了论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检验。（1） 反事实检验。基

于环保垂改政策实施之前的数据，将各地级市环保垂改的时间分别提前 1 年、2 年，并使用这一伪

信息考察环保垂改是否仍然有助于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结果报告于表 4 第 （3） — （4） 列。（2） 排

除其他政策影响。本文样本期内同时发生的典型环保政策，还包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政策与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二者均与环保垂改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政策目标相似，因此本文进一步剔除

上述政策对基准结果的干扰。结果报告于表 4 第 （5） 列。（3） 改变政策实施的认定方式。参考既

有研究［43］，将政策时点重置为各地区环保垂改实施方案的出台时间。结果报告于表 4 第 （6） 列。

（4） 缩尾。对连续变量进行 1% 水平缩尾处理以剔除异常值的影响，结果报告于表 4 第 （7） 列。

（5） 更改聚类标准误。将标准误调整为更高维度的省份层面以排除省级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结果报告于表 4 第 （8） 列。可以发现，以上检验结果均能支持基准估计的可靠性。

①   环保垂改的关键举措在于将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上收至市级，由此城市所辖县数量越多意味着市级环保部门

权力提升越大，同时各地级市所辖县数量不会直接影响当地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

要求 ［3］。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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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检验

前文实证检验发现环保垂改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本节将进一步从环境治理、经济循

环、公共品供给三个维度对其中的作用机制进行识别。

（一） 环境治理

依据理论分析，环保垂改矫正传统属地管理体制下的环境治理扭曲，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动机，从而提升居民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感知力，构成环保垂改提升居民福利水平的环境治理机制。

参考既有设计［44］［45］，本节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频占比总词频描述地方政府在政策话语层面

的环境治理倾向①。考虑到直接进行环保垂改对机制变量的回归可能存在内生性隐患，本文参考既

有研究采用交互项模型并结合分组回归的估计方法开展机制检验［46］［47］。表 5 第 （1） 列报告的是

交互项模型的估计结果，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的环境治理动机有助于增强环保垂改的福

利改善效应。但这仍不足以说明环保垂改是通过强化政府的环境治理动机进而提升居民福利水平，

由此进一步通过分组估计进行补充论证。分组设计中，为避免样本期内环保垂改对环境治理产生影

①   环保词汇包括环境保护、环保、污染、能耗、减排、排污、生态、绿色、低碳、空气、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PM10以及 PM2. 5等。数据来源于政府工作报告、EPS 数据库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表 4　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

变量

did

提前 1 年

提前 2 年

环保督察

低碳试点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Kleibergen-Paap rk 
LM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Hansen J

2SLS

（1）
0. 028 9**

（0. 012 6）

-

是

是

是

2 671
-

34. 597***

［0. 000］

14. 804
<9. 08>

0. 539
［0. 764］

PSM-DID

（2）
0. 009 2**

（0. 004 1）

0. 357 0***

（0. 083 0）
是

是

是

836
0. 923 1

反事实检验

（3）

-0. 002 1
（0. 007 6）

0. 199 0**

（0. 078 0）
是

是

是

1 485
0. 911 6

（4）

0. 006 5
（0. 004 0）

0. 209 5***

（0. 078 0）
是

是

是

1 485
0. 911 9

排除其他

政策影响

（5）
0. 006 6***

（0. 002 3）

-0. 006 7**

（0. 003 2）
0. 010 2***

（0. 002 6）
0. 287 7***

（0. 050 3）
是

是

是

2 671
0. 914 8

改变政策

实施的认

定方式

（6）
0. 006 4***

（0. 002 1）

0. 276 1***

（0. 051 0）
是

是

是

2 671
0. 913 6

缩尾 1%

（7）
0. 007 6***

（0. 002 3）

0. 283 4***

（0. 054 6）
是

是

是

2 671
0. 914 0

更改聚类

标准误

（8）
0. 007 1**

（0. 003 0）

0. 278 5***

（0. 075 8）
是

是

是

2 671
0. 913 7

注：［ ］ 内为 p 值，< >内为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10% 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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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从而干扰分组结果，本文以样本期初 （2011 年） 的环境治理水平中位数划分高环境治理组和低

环境治理组。理论上，如果环保垂改能够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那么环保

垂改改善居民福利的作用应该在前期环境治理动机较低组样本中更加显著。表 5 第 （2） — （3） 列

结果显示，在期初环境治理动机较低的地区，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在高环境治理动机组中，这一效应不再显著。进一步地，本文选取政府环保支出占比财政支出

水平描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水平，以考察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是否有效转化为环境治理行

动。分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5 第 （4） — （5） 列，同样与预期一致，环保垂改在期初环境治理支出

水平较低组显著提升居民福利，在期初环境治理水平较高组福利增益效应不再显著。综上，结合

交互项模型中环境治理动机的正向强化效应，同时在环境治理动机更低的情况下，环保垂改的福

利改善效应显著存在，由此可揭示出环保垂改通过加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并有效增加环境治

理行动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正如前文所述，环保垂改通过垂直管理削弱了地方政府对环保部门的

横向执法干预，强化了地方政府环保意愿与环境治理行动，推动环境治理在政策议程中优先化，

切实提升了居民对环境改善的感知。

（二） 经济循环

环保垂改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推动产业转型，促使资源向绿色产业再配置，而绿色产业的高技

能需求加速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升居民对就业与收入改善的感知力，这一重塑区域经济

循环的过程构成其提升居民福利的经济循环机制。为检验该机制，本文构造绿色产业扩张和人力

资本需求变量。其中由于地级市层面细分产业的数据不易获取，本文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依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划分清洁型行业和污染型行业①，并根据公司地址匹

配、汇总到地级市层面，得到各地级市清洁行业产值占比总行业产值，用于描述各地级市绿色产

业扩张情况；人力资本需求则采用各地级市教育支出占比财政支出衡量②。类似地，以样本期初的

①   污染型行业具体包括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和

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其

余行业为清洁型行业。

②   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 EPS 数据库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表 5　环境治理机制检验

变量

did

环境治理动机

环境治理动机×did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全样本

（1）
0. 002 3

（0. 003 7）
-0. 109 9
（0. 195 6）

0. 549 8*

（0. 321 4）
0. 261 3***

（0. 006 5）
是

是

是

2 792
0. 904 3

环境治理动机

低

（2）
0. 011 0***

（0. 003 5）

0. 256 4***

（0. 084 7）
是

是

是

1 234
0. 906 4

高

（3）
0. 004 1

（0. 003 4）

0. 315 6***

（0. 064 8）
是

是

是

1 247
0. 924 2

环境治理支出

低

（4）
0. 010 6***

（0. 003 8）

0. 353 5***

（0. 066 5）
是

是

是

1 388
0. 902 5

高

（5）
0. 004 0

（0. 002 8）

0. 205 0**

（0. 082 9）
是

是

是

1 273
0. 9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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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本需求水平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水平两组。理论上，如果环保垂改能

够通过经济循环机制提高居民福利水平，那么环保垂改改善居民福利的作用应该在前期绿色产业

发展以及人力资本需求水平较低组样本中更加显著。表 6 第 （1）、（4） 列中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

正，说明高的经济循环水平有助于增强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进一步地，表 6 第 （2） — （3）、

（5） — （6） 列分组估计结果说明，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在期初绿色产业扩张水平低以及人力

资本需求水平低的样本组更显著，而在绿色产业扩张和人力资本需求期初水平高的样本组中不显

著，揭示出环保垂改通过推动地区绿色产业扩张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正如前文

所述，环保垂改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推动绿色产业扩张，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释放高质量就业机

会、提升居民收入。同时，产业转型催生的高技能岗位需求进一步促进教育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

形成产业与就业良性循环，增强就业稳定性，为居民福利提升注入内生动力。

（三） 公共品供给

正如前文理论所述，环保垂改通过重塑地方政府偏好，同步驱动土地资源优化与营商环境升

级，触发地区要素供给优化，协同扩展地区公共品供给边界，构成增进居民福利水平的公共品供

给机制。基于此，本节采用公共用地面积占比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描述土地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①。

表 7 第 （1） 列估计显示，土地资源向公共用地配置显著强化了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表 7 第

（2） — （3） 列以公共用地面积占比期初值的中位数为依据进行分组估计，结果显示，环保垂改改

善居民福利的效应在期初公共用地占比较低的样本组显著为正，而在期初公共用地占比较高的地

区不显著，说明环保垂改增加了公共用地供给实现居民福利的增进。进一步地，分别采用工业用

地面积占比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商住用地面积占比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以捕捉地区土地资源配置的

结构性变化。第 （4） — （5） 列显示，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在期初工业用地占比水平较高组

更加显著，说明在工业用地占比更高的地区，也即存在更高的以地引资偏好的地区，环保垂改能

够更加明显的提升该地区的居民福利水平，而在工业用地占比较低地区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

不显著，由此揭示环保垂改通过降低工业用地占比矫正地方政府以地引资偏好的机制。第 （6） —

①   公共用地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商住用

地包括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表 6　经济循环机制检验

变量

did

经济循环

经济循环×did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全样本

（1）
0. 002 0

（0. 003 5）
-0. 001 5
（0. 002 9）

0. 006 8**

（0. 003 4）
0. 315 6***

（0. 048 7）
是

是

是

2 266
0. 921 1

绿色产业扩张

低

（2）
0. 007 8***

（0. 002 9）

0. 296 7***

（0. 086 0）
是

是

是

1 107
0. 932 9

高

（3）
0. 005 4

（0. 003 5）

0. 233 1***

（0. 061 6）
是

是

是

1 554
0. 891 1

全样本

（4）
-0. 005 4
（0. 006 4）
0. 089 1***

（0. 027 8）
0. 071 5**

（0. 032 5）
0. 294 1***

（0. 048 9）
是

是

是

2 671
0. 914 8

人力资本需求

低

（5）
0. 008 5***

（0. 003 1）

0. 331 4***

（0. 120 1）
是

是

是

1 284
0. 923 0

高

（6）
0. 005 3

（0. 003 3）

0. 182 5
（0. 046 1）

是

是

是

1 377
0. 90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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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显示，环保垂改提升居民福利的效应在期初商住用地占比不同地区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

环保垂改并未通过显著增加地区的商住用地占比提高居民福利。商住用地配置未显著增加的原因

可能在于，财政分权体制下商住用地供给带来的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通

过控制商住用地供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地方政府追逐更高的土地出让金收入［48］，从而使得地方

政府没有足够的激励增加商住用地供给。

据前文所述，环保垂改有利于矫正地方政府以地引资的扩张偏好，表现为工业用地占比降低，

公共用地供给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由以地引资向优化营商环境转变。

为检验环保垂改驱动地方优化营商环境的机制，本文采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

来描述地方营商环境，交互项模型的结果报告于表 8 第 （1） 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表 7　公共品供给机制检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变量

did

公共用地占比

公共用地占比×did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全样本

（1）
0. 000 5

（0. 004 6）
-0. 003 0
（0. 008 0）

0. 016 6*

（0. 009 8）
0. 372 1***

（0. 038 3）
是

是

是

2 581
0. 903 0

公共用地占比

低

（2）
0. 009 7***

（0. 002 9）

0. 296 9***

（0. 075 5）
是

是

是

1 307
0. 925 0

高

（3）
0. 004 7

（0. 003 5）

0. 236 7***

（0. 070 1）
是

是

是

1 364
0. 891 0

工业用地占比

低

（4）
0. 004 9

（0. 003 5）

0. 267 5***

（0. 056 3）
是

是

是

1 280
0. 899 1

高

（5）
0. 010 0***

（0. 003 0）

0. 293 7***

（0. 101 0）
是

是

是

1 381
0. 920 7

商住用地占比

低

（6）
0. 006 2**

（0. 003 0）

0. 243 8***

（0. 066 2）
是

是

是

1 318
0. 918 0

高

（7）
0. 007 2**

（0. 003 5）

0. 322 0***

（0. 073 2）
是

是

是

1 353
0. 910 4

注：第 （6） — （7） 列组间系数差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8　公共品供给机制检验：优化营商环境

变量

did

税收收入占比

税收收入占比×did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全样本

（1）
0. 023 0

（0. 016 7）
0. 034 0**

（0. 015 5）
-0. 033 7**

（0. 017 0）
0. 094 6***

（0. 023 8）
是

是

是

2 141
0. 920 2

税收收入占比

低

（2）
-0. 000 4
（0. 003 5）

0. 260 5***

（0. 080 7）
是

是

是

1 336
0. 854 4

高

（3）
0. 008 7***

（0. 003 1）

0. 354 8***

（0. 057 2）
是

是

是

1 325
0. 933 8

税收收入

低

（4）
-0. 002 0
（0. 003 3）

0. 198 8**

（0. 081 3）
是

是

是

1 262
0. 836 0

高

（5）
0. 010 1***

（0. 003 1）

0. 379 2***

（0. 068 5）
是

是

是

1 399
0. 922 6

企业所得税收入

低

（6）
0. 001 2

（0. 003 6）

0. 231 5***

（0. 063 9）
是

是

是

1 253
0. 835 3

高

（7）
0. 009 1***

（0. 002 9）

0. 324 2***

（0. 085 8）
是

是

是

1 408
0. 9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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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地方税收强度越高，越会削弱环保垂改提高居民福利的效应。进一步地，根据税收收入占比、

地方税收收入、企业所得税收入三个税收变量样本期初值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税收水平高低两

组进行分组检验，考察地方政府是否降低高税负依赖，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改善地方营商环境①。

理论上，如果环保垂改能够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改善地方营商环境提高居民福利水平，那么环保

垂改改善居民福利的作用应该在前期税收依赖程度较高组更加显著。表 8 第 （2） — （7） 列的结果

符合预期，说明环保垂改转变地方政府重税收贡献轻环境代价的引资逻辑，通过降低税负依赖和

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式吸引高质量投资，从而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协同增进。综上，环保垂改矫正

地方政府“以地换规模”的引资偏好，一方面通过土地资源优化配置，释放公共用地供给；另一

方面倒逼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投资，从而为地方创造可持续优

化的产业环境以及不断改善的居住福利。至此，假说 2 得证。

六、异质性分析

（一） 不同财政压力水平的福利改善效应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约束极大地影响着地方政府的增长与环境治理偏好，

较高的财政压力将强化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税收的激励扭曲［49］。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

机是环保垂改驱动居民福利改善的关键环节。由此，环保垂改改善居民福利的效应可能因地方财

政约束不同存在异质性影响。参考既有研究的方法［50］，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

值作为财政压力的代理变量②，并根据其中位数将总样本划分为财政压力小与大两组，分组回归结

果报告于表 9 第 （1） — （2） 列。可以发现，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更

加显著。究其原因，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长期依赖以污染换税收的发展模式，工业扩张偏好导

致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恶化。环保垂改通过垂直监管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驱动地方政府

经济环境协同治理倾向，推动扩张绿色产业，驱动资源配置优化，从经济、民生、生态多维度提

升居民福利水平。而财政压力较小的地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扭曲相对较低，由此环保垂改基

于上述逻辑可以实现的居民福利改善效应不明显。

（二） 不同污染程度的福利改善效应

进一步地，考虑区域污染水平如何影响环保垂改改善居民福利效应。基于各地级市 PM2. 5浓度

①   数据来源于 EPS 数据库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②   数据来源于 EPS 数据库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表 9　异质性分析

变量

did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财政压力

小

（1）
0. 000 3

（0. 002 8）
0. 206 0**

（0. 091 4）
是

是

是

1 241
0. 829 7

大

（2）
0. 008 4***

（0. 003 1）
0. 368 3***

（0. 057 3）
是

是

是

1 407
0. 931 8

环境污染

低

（3）
0. 002 6

（0. 002 7）
0. 333 0***

（0. 061 2）
是

是

是

1 010
0. 943 0

高

（4）
0. 012 7***

（0. 004 4）
0. 230 0***

（0. 078 8）
是

是

是

1 229
0. 910 4

是否省交界

内部地级市

（5）
0. 004 4

（0. 003 3）
0. 348 9***

（0. 059 3）
是

是

是

904
0. 947 5

交界地级市

（6）
0. 009 0***

（0. 003 0）
0. 160 4*

（0. 082 7）
是

是

是

1 767
0. 88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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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低环境污染组和高环境污染组，分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9 第 （3） — （4）
列。在高环境污染地区，环保垂改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居民福利水平，而在低环境污染地

区，环保垂改的福利效应不显著。正如前文所述，环保垂改通过环境事权上收与执法独立化，结

合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举报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形成双重压力传导机制，这不仅迫使地方政府将

环保议题提升至政策核心位置，更通过建立与公众监督机制的良性互动，快速纠正污染放任行为。

高污染地区长期遵循“增长优先”的治理偏向，并积累了大量显性污染源，在公众参与协同治理

下，地方政府能快速锁定实现精准治理，环境治理响应在高污染地区更加凸显，从而对该地区的

居民福利改善效应更显著。而低环境污染地区已进入环境治理的深水区，环境治理成本高昂且边

际收益递减，导致环保垂改福利改善效应的边际影响有限。

（三） 不同区位的福利改善效应

传统属地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地方环保机构的横向干预动机是其环境治理效应有限的重

要原因，而由于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责任界定和环境治理绩效评估难度较大，更加助长了地方政

府在边界污染治理上牺牲环保成全增长的机会主义偏好，从而导致边界地区的过度排污［51］。理论

上，环保垂改通过环境执法权上收，环境执法重心下沉，有效提升了基层环保执法的独立性以及

基层环境治理效率［2］，从而可能在边界地区激发更加显著的福利改善效应。据此，本节借助 Arc⁃
GIS 工具，进一步区分位于省内部的地级市与位于省交界的地级市两个样本组进行分组估计，结

果报告于表 9 第 （5） — （6） 列。可以发现，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的确在位于省交界的地级市

中更加显著。正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在边界地区的机会主义动机更加强烈，环保垂改通过矫正

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偏好，提升了基层环境治理动机，从而驱动地方政府寻找环境治理新思路以应

对增长与环境双重目标，而这一治理新思路在资源配置、公共品供给、环境质量上都更加落后的

省交界地区具有更大的优化与治理空间，从而改善居民福利的效应也更为显著。

七、结论与启示

环保垂改作为一项环境管理体制的深层变革，其影响不仅体现在驱动环境治理效能提升、激

发绿色创新动能和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等显性层面，更在于通过制度重构改善民生福祉，以制

度力量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本文系统探究环保垂改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了这一政策效应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以下几点。第一，环保垂改显著

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但从长期看，该福利改善效应的持续动力不足。第二，在环境治理维度，

环保垂改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动机，同时增加其环境治理行动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来提升

居民福利水平。在经济循环维度，环保垂改倒逼地方政府转变环境治理思路，推动绿色产业扩张

与人力资本积累，以环境质量改善与收入增长的双重动力推动居民福利改善。在公共品供给维度，

环保垂改矫正地方政府以地引资偏好驱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营商环境升级，推动公共品供给增

加，改善居民福利水平。第三，环保垂改的福利改善效应在财政压力大、环境污染程度高以及位

于省交界地区的城市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持续深化环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强化制度执行效力与治理效能。其一，进一步强化

省级垂直监管权威，不断完善环保机构人事任免、经费保障和考核评估的省级直管模式，削弱地

方政府对环境执法行为的干预能力，建立环境治理硬约束，为充分释放改革的福利增益效应建立

制度支撑。其二，以环境监测监察权上收至省级环保机构为契机，建立全省统筹的跨区域环境治

理框架，统一环境保护执行标准，明确跨界污染责任分担，将环境污染外部性通过跨区域协同治

理机制内部化，破除市场分割造成的公共资源配置扭曲，推动公共品在更大范围内的供给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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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优化环保垂改福利效应传导路径，释放居民福利提升的可持续动能。其一，增加环保

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权重，扭转其重经济发展的政策偏好，推动发展模式向生态环境与

居民福利协同发展转变，从源头矫正资源配置的扭曲激励。其二，完善绿色产业政策支持体系，

同时逐步培育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新型产业队伍，促进绿色发展与人力资本协同增进。其三，

优化中央地方财税分成比例，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降低其对土地财

政的过度依赖，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基于民生角度推动土地资源向民生领域配置，通过增加公共品

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改善居民福利。

第三，环保垂改政策需依据地区异质性精准施策，最大化释放福利红利。其一，财政压力大

的地区往往面临着更大的环境治理压力，应着重强化地方政府绿色发展倾向，依托相关绿色产业

政策扶持本地企业绿色转型，更重要的是中央层面需构建长效支持机制化解地方发展困境，如对

地方政府因关停污染企业形成的阶段性财政缺口建立补偿机制，补偿力度可与地方绿色转型进度、

绿色产业培育实效关联，确保激励机制与治理成效正向匹配，顺利推动并释放环境改善福利。其

二，针对污染程度高以及位于省交界的区域，强化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职能的集权，通过省级权

威强化环境治理硬约束，矫正地方政府增长优先的发展偏好和机会主义倾向，倒逼地方政府转变

环境治理思路，优化发展模式，进一步从重构经济循环与优化公共品供给层面释放福利改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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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Vertical Management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Improve Residents’ Welfare？

FAN Xiao-min，LIU Zhong-qiang

Abstract：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e Verti⁃
cal Management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 fundamental refor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of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ut whether it 
also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residents’ welfare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existing studie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6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during 2011-2022， this paper employs a progressiv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to conduc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Vertical Management Reform （EVMR） on residents’ 
welfar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VMR significantly improves residents’ welfare， and this effect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EVMR enhances residents’ welfare 
through three channels： first， by strengthening local governments’ motives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increasing thei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ctions to improv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second， by 
forc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transform thei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nking to drive the expansion of 
green industrie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o optimize regional economic cycles； third， by stimu⁃
lating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boost the sup⁃
ply of public good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welfare improvement effect of EVMR is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facing greater fiscal pressures， higher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ose 
located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improving people’s well-
being by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s.
Key words： vertical management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idents’ welfar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conomic cycle； public goods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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